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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与　　　　考　　　　　据

张岱年

“文献”一词，最初见于《论语》，本来是指典籍与贤人。近

代以来，“献”指贤人之义已经消失了，“文献”一词泛指文化典

籍而言，亦即指历史资料。研究历史，必须以文献为据。而对于

某一问题，可能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料。这就是文献不足征的问题。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

八佾》）关于夏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

礼，杞的文献不足征；而孔子能言之。关于殷礼，宋的文献不足

征，而孔子亦能言之。所谓能言之，即指在鲁国还保存了关于夏

礼与殷礼的记载，所以孔子能言之。不过杞宋已没有足够的遗迹

了。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历史记载，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但秦始皇焚书，致使上古时代许多史料丧失了。汉代“置写书之

艺文志》所官”“、求遗书于天下”，所治《汉书 载典籍仍然很多。

艺文志》所载典籍，但是后来自汉以至于唐宋，历经战乱，《汉书

十仅存一二了。关于先秦历史，确有文献不足的问题。

例如关于《老子》五千言的作者，《史记》虽有记载，但又说：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

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已不能下明确的断语了。关

于老子与关尹的关系，《史记》说“：老子修道德，⋯⋯见周之衰，

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而《庄子

天下篇》述关尹老 之学，将关尹置于老聃之前。关尹与老聃

的关系究竟为何，已难以考定了。

如何对待文献不足的问题，确实值得考虑。我认为有两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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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肯定。第一，关于历史事实的确定，应以文献足征的范围为限，

文献足以证明到什么程度，便肯定到什么程度，不应超越文献足

以证明的界限。这也就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许多问题文献不

足，只能存疑。

第二，对于一项历史记载，如果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不应随

意加以否定。例如大禹治水，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法

诸家所共同承认的，并没有反面的记载，所以不应认为大禹治水

只是神话故事。《庄子》虽有时称大禹为“神禹”，也并无以禹为

神的意向。又如《列子》一书，近代多数学者认为是伪书，于是

有人认为列子是子虚乌有的寓言人物，其实《吕氏春秋》、《战国

策》也都提到列子，列子确是一个真实人物，是不容否定的。

研究古代史，必以古代传下来的文献为依据。所以，文献的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今天，也应注意保存今天的文献。再过千百

年，今天的学者手稿和著作也将成为重要文献了。

本文作者张岱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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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资 料 论

傅 振 伦

历史资料含义极为广博。清人章学诚《报孙渊如书》以为

“盖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其实史料范围还不仅以文

字记录的“著作”为限。文献以外的史料也还有不少，现就史料

种类论述于次。

（一）原始的史料与孳生的史料

史料之未经他人修改、增订、删略或转录者，为原始的史料，

亦称直接的史料。其已经手他人，以己意而加以增广，甚或益以

新事者，为孳生的史料，亦称间接的史料。汉、晋木简，明、清

档案，录诸文字，未经修改，都是原始史料。司马迁采《左传》、

《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春秋《列国时事》，以

成《史记》；班固采撰前记，辍集旧闻，以为《汉书》。于武帝以

前纪传、表，多用《史记》之文。郑樵恨太史公以来之书，失会

通之旨，因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成《通志》。其沿用史、汉以

次等书之迹，显然可见。故《史记》于《左传》以次诸书为孳生

史料，而于《汉书》为原始史料；《汉书》于《史记》为孳生史料，

而于《通志》则又成为原始史料了。昔者，史官所记，于君臣奏

对则有时政记；左右史所司，则有起居注；因二者而修为日历；类

例为会要；粹编为实录，更总之以为国史，故时政记、起居注，为

日历之原始史料；而会要、实录、国史，又为日历之孳生史料。史

料虽经转录，而无大出入者，也可称为原始史料（本书正本以外

之抄本，包括已校抄本、未校抄本，正式抄本，公证抄本及副本，

也是原始史料）。《史记》载秦刻石；《汉书 司马迁传》全录《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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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公自序》、地理志首取《禹贡》，此等间接史料，与直接者无异。

史、汉以降，史有载文之体，也是直接史料。《新唐书》不喜骈体，

四六之诏诰章疏，多不袭古；甚至加以修饰，代古人作文，形同

翻译；失去本来面目，这就不是原始史料了。史又有载言之体，也

是直接史料“。在昔，时人出言，史官入记，鲁朴鄙俚，传诸讽诵，

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后来作者，追效昔人，罕从实书，

伪修混沌，失彼自然（”《史通》原语），但不得谓之原始史料。又

货币出于钱范，宫室本于烫样，封泥出于印章，绘画本于画稿。又

动植标本，乃动植之后身，化石乃生物之变体，此则无所谓原始、

孳生之分，都是重要史料。

史所以记事，而记事贵为实录。一事之发生，当事者自述其

经历，目睹者记录其见闻，于事实真象已难免出入。后经展转告

语，或一再传录，去实事益远，渐失亲切之义，往往将正本史料

极简单明确之事物，变而为不可理解，或混淆不清。惟有文书档

案在当代是推行国家政策、法令的工具，是处理政务所必需的手

段，在后世则是科学研究的珍贵材料。由于这类历史资料是原始

的，是第一手的，所以它的科学价值很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重

视原著及公文正本，拉法格在《忆马克思 英人希尔》曾举例证。

著《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学》一书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

的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学的影响，要比对于其它任何部

门知识的影响都来得显著，我们可以列举六个主要方面。”其六个

方面的第五项是：“过去一百年来，写作历史的资料方面有了一个

革命。以前所用的资料，主要是文学性的 编年史、回忆录、书

札、日记、报纸；现在所用的资料，主要是文件性的 公家记

录、教会登记册、法令、碑文等；甚至是考古性质的 旧时真

正的工具、机械、建筑物和田亩，要把这种转变直接归之于马克

①苏联 页， 年。近卫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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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影响，似乎是不对的，但这种转变确乎符合于马克思的历史

观。而在他自己的著作里（特别是《资本论》），马克思以惊人的

效力引用了兰皮书和其它文件。”可见革命家、先进的思想家、史

学家都是非常重视直接史料档案的。

布希氏尝撰《俾斯麦传记》，他说：“外交公文对于历史研究

意义不大，它的叙事不及日报的详细。至于外交真象实多在秘密

协商和重要会谈与私人函牍中，而外交文件却难得反映历史事件

的真实。”但他仅是就外交档案而言，其实官家史料仍具有其优点

和史料价值，正如清代学者万斯同所说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

所增饰“，实可信不诬”。这都说明原始史料的价值高于孳生史料。

惟最初记载，或迫于环境，不能直书，或心存偏见，以致曲笔，甚

或记忆欠佳，学识不足，往往失其真实。至后人撰述，广取博采，

纠正了前人回护之处，厘订其误谬，增益其缺略。两《唐书》、

《五代史》并垂不朽，不能偏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又原始史料，

多偏记、小录、琐言、杂事，事有未尽，言或不雅，鄙朴者为人

厌弃，而精要亦与之俱亡。其以触忌当时，横遭焚销者（如秦人

之焚六国史记，清人之销毁群书），事例也不在少。原始史料既然

失传。孳生史料自增高其学术价值了。

（二）记录的史料与录外的史料

传诸文字者为记录的史料，从广义言，一切文献载籍都是。除

古人所谓经、史、子、集四部及丛书、类书外，凡金石文字、印

章、钱币、徽章纹章、纪念章、甲骨陶木铭款，都是记录的史料。

墓铭、地券可考人事。他如天象、灾异、农田水利、交通、军事、

经济、政治、科教文以至外事，多有勒铭金石者。文字以外者为

录外的史料，如革命文物，古迹遗物（包括水文、地震遗迹）、图

影、模型、古代遗俗、现代时事、录像录音、歌谣俚语、古事传

说等都是。记录的史料、流传很广，其完整者，记事甚详，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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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考史实，有物质文化史料所不具备的优点，文献反具备之。即

片文只字，亦时有功考证。但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

不胜其恶”。又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盖记录的史料，多属间接

的，故有不足传信者。考载籍所记，其不可凭者，有二：一曰无

意之误，如判断之误，偶然之误，因袭之误；二曰有意之误，如

隐讳、避忌、侈言、溢美。至于录外的史料，独能表现其真实，这

类史料最为可信。郑樵说：“间习礼度，不若式瞻容仪；讽诵遗言，

不若亲承音旨。今之方策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

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

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言很中肯。外人发掘埃及遗

迹，廓清古史的杂伪，贡献不小。我国殷墟考古，于上古历史大

有补充。观于遗物的制作，则当时艺术、思想、经济、工业、社

会风尚，可得梗概。圆明园被焚毁已久，但由建筑烫样，可想见

其规模。二千年前都市湮没已久，而观于意大利庞贝故城，则其

时市政情形、人民生活、工商器用、美术程度，历历在目。古事、

古人虽然逝去，而游英、法腊人馆及伦敦国立画像馆则可得其仿

佛。感人之深，甚于记载。照片、影片、录音文件，也皆有科学

及实用意义。民族志、人类学可以研究原始社会人类的经济社会

制度、文化、生活、风俗，也是有价值的史料。至若歌谚传说，亦

有可取。鹑贲 鹆，童竖之谣；山木辅车，时俗之谚；皤腹弃甲，

城者之讴；原田是谋，舆人之诵。诸如此类的刍词鄙句，《左传》

一一存录。古代事件变变，深入一般人民脑海，在当时虽无文字记

载，而十口相传，成为故事。虽似不典，而实去事不远。《神异

经》载：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言北地沦于冰川。《淮南子》云：

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又云：十日并出，草木皆死。言

上古火山洪水并发，日光炎热。《神仙传》谓：海中行，复扬尘。

是沧海桑田之变，证以今日科学常识，知其不谬。惟传说有语增

艺增等病；古物制作，有仿古性，有地方性，更有反社会进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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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恒性。如用传说史料，必加审慎。不可以孤证而定案，不

以口碑史迹而废记录，当互证求真。

（三）前人的史料与近人的史料

史料有出于当时记述者，有为后人编写者。古人记载，多得

诸见闻，较为可信。至前史所遗，后人入记，求诸异说，固有裨

益，然追述者少，伪托者多，甚至妄者为之，则有苟载传闻，有

所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太史公《史记》与谯周《古

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三皇本纪》、罗泌《路史》，

即大有天渊之别。惟考证文学，后出愈精。宋祁等修《唐书》，旁

取杂史小说，及书成，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与旧书并行。欧阳

修修《五代史》，参之正史杂书，书成，朝廷付国子监刊行。柯劭

忞《新元史》，间采西方史料，则胜于旧书。

（四）官家的史料与私家的史料

史料有出于公家者，有出于私门者，即官家史料与私家史料。

著《历史学》，其法国史学家摩氏（ 《科学方法论篇》

分史料为三大类：一曰前人遗著（此类又分族谱、年谱、编年史、

日记、笔记、传记、史诗及其它文学作品，以及一切关于神学、法

学、哲学、政治、经济等专门记载）；二曰文契官书（此类又分法

典、证书、条约、证券、会议录、碑铭、法令、司法文件及判决

书、簿记、清册、书牍以及有关社会实用利益之零件等材料）；三

曰纪念实物（纪念建筑，如凯旋门、纪功坊、大柱、坟墓及一切

有关史事之伟大建筑，名人里居和艺术品、器用、货币、标志等

等），其中十之六七为官家史料。吾国记录的史料，如史部中的诏

令、起居注、故事、职官、刑法、仪注、食货之类，多是官家史

料。文书档案之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者，亦无一而

非可贵的官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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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至和中重修《唐书》，以武宗以下，并无实录；欧阳修

议：西京内中省寺诸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唐至五代以来奏牍

案簿尚存，欲差吕夏卿就彼检寻。盖涣号明堂，政事机枢簿录所

记，确切可稽。《文史通义》云“：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

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祗于备稽捡而供采

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

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

官、故事、案牍、图牍之书，不可轻议也。”万斯同《寄范笔山

书》论实录“虽是非未可尽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实

可信不诬。”意见卓绝！惟诏令恭主多逊辞，谀臣饰恩意，奏议又

每粉饰蒙蔽，不可不察。至于私家史料，如政治家、军事家之函

牍、奏议，多直接间接有关史事。文人所记，辄可考社会情况，政

治背景。又如具有悠久历史商店的帐目，更可觇经济盛衰，物价

升降。至若王式之平裘甫，康承训之平庞勋，史据私家记述，故

多夸大之词。《晋书》之江东五俊，《后汉书》之著颖川八龙，采

自郡国谱牒（一本《会稽典录》、一本《荀氏家传》），故有侈陈溢

而已美之语，所以黄梨洲《明史案》说：“家史不过备官爵 。

萧子显为《南齐书》，于其父豫章王嶷传，载其殊礼，特加表

扬，多至万六千言；魏收奉敕修书，史成，群口沸腾，号为“秽

史”。或云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尤为通人所讥。其

可信之程度，因之大减。薛居正之《五代史》，本末赅具，事甚详

瞻；欧阳修嫌其繁猥，以意删除，虽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以

主见而牺牲事实，抹煞史料。黄梨洲《明史案》“三例”说：“国

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万季野云：“实

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

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约之义法，而

经纬其文。”此诚知官私史料之相济为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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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整的史料与残缺的史料

史料有完整者，有残缺者，其价值高下，在于内容，与残完

无关。南北朝八书，虽然残缺，然其可信的程度，往往在延寿南

北二史之上。吐鲁番出土《三国志》残片，其文字与今本时有异

同，多可资考据。居延海附近发现的两汉张掖郡简牍，虽多残断，

然皆可考当时史事制度及军民情况。巴黎罗浮尔宫陈列的希腊撒

马斯拉司故城所发现的战胜女神雕刻，并不因身首残缺而减其在

艺术史上的科学价值。

（六）积极的史料与消极的史料

载籍称某时代有某事某物某种现象，这是积极的史料。某时

代无某事某物某种现象，这是消极的史料。消极史料，以无史料

为史料，正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亦如书画家于不着笔墨处

传神情。如古书多言上古广用黄金，汉代多发现凤凰，即是积极

史料，《日知录》谓经典无“骑”，《曲礼》有之，因断《曲礼》为

汉世之书；“玉石俱焚”语出魏晋，见于《尚书 征篇》，阎若

璩因判其为伪作。崔述曰：“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

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不但其文然

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这都

说明了积极史料与消极史料各有其功用。

（七）本国的史料与外国的史料

所谓本国史料、外国史料者，以作者国别言，非指保存国内

及流落国外之史料而言。国外人记述吾国之史，虽流传中土，也

称外国史料。法人伯希和、匈人斯坦因、德人莱扣克捆载以去之

汉唐元清等文物，虽流传海外，但还是本国史料，唐末苏雷曼

《中国及印度见闻录》、元马可 波罗《中国游记》以及拉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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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都是吾国的外国史料。我国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

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传》也都是西方及印度的外国史料。吾

国正史中之外国、四夷等列传，在外国人看来也是外国史料。

外国史料，苟其人对于所记述之国家无深切的印象，无清晰

的观察，一切论述，必然言不及义，语不切当，不免“隔靴搔

痒”之讥。然本国事物，司空见惯，往往习而不察，忽视最盛行

最普通等现象，而国外记载，有以直观所得，归纳叙述，反能撮

大宛列传》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其要点者。《史记 ，虽颇

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

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大夫乃决正。”寥寥四十九言，而西人

特征，概述切要。西人谓外国史料犹望远镜，本国史料犹显微镜，

观察事理，二者有互助之功，相得益彰。又各国记载，率皆详近

而略远，避忌尤多，而外国史料，却没有这种毛病。巴黎大学编

印《各种科学的方法论》中，有《历史学》一篇，是摩罗（

）所编。英人温森特 也著《历史研究》一

书，《苏联大百科全书》又有《史料学》一篇。他们对史料的分类

法虽不免形式主义的色彩，但对文字记录和对人对事对物和实迹

的口碑材料罗列门目很广，分析颇为详细。

本文作者傅振伦，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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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石 证 史

周 绍 良

记蒋善墓志

《册府元龟》卷一二六《帝 纳降》武德四年：王部

六月戊戌，蒋善人以郓州、孟瞰鬼以曹州来降。

此事亦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高祖武德四年六月：

州、戊戌，孟海公余党蒋善合以 孟瞰鬼以曹州来降。瞰

鬼，海公之从兄也。

同书同卷同年七月：

孟海公与窦建德同伏诛，戴州刺史孟噉鬼不自安，挟海

公之子义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蒋善合为腹心。善合与

其左右同谋斩之。

此条下有胡三省注云：

禹城县属齐州，隋之祝阿也。《新》、《旧》志皆云：天宝

元年，改祝阿为禹城。此时未有禹城，当考。又前言蒋善合

以郓州来降，此以“禹城令”书之，亦未知为谁所命也。

《元龟》多误字，此如“善人”乃“善合”之误。善合于唐初诸史

籍中凡数见，《通鉴》卷一九。《唐纪》高祖武德七年五月：

甲戌，羌与吐谷浑同寇松州，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自

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自芳州道击之。

又同书卷一九一《唐纪》高祖武德七年六月

丙辰。吐谷浑寇扶州，刺史蒋善合击走之。

以同书同卷高祖武德八年：

冬十月壬申，吐谷浑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救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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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附窦轨：

属党项寇松州，诒轨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蒋善合与轨连

势。时党项引吐谷浑之众，其锋甚锐。轨师未至，善合先期，

至钳川遇贼，力战走之。

《新唐书》卷九五《窦威传》附窦轨亦云：

党项引吐谷浑寇松州，诏轨与扶州刺史蒋善合援之。

《册府元龟》卷三五《 立功》一将帅部 窦轨条也载：

属党项寇松州，诏轨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蒋善合与轨合

势。时党项引吐谷浑之众，其锋甚锐。轨等分军于宕昌、岷

山，二道俱进。轨师未至，善合先期，至钳川遇贼，力战走

之。

征讨》四武德七同书卷九八五《外臣部 年；

五月，叶谷浑寇松州，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自翼州道，

扶州刺史蒋善合自芳州道击之。

同书 《外臣部卷九九 备御》三武德八年；

十月，吐谷浑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援之。

统观这些记载，蒋善合是武德四年六月以孟海公余党以郓州降唐，

授禹城令，曾被孟噉鬼引为腹心，但善合却与其左右合谋除去孟

噉鬼。后来官至扶州刺史，一直到武德八年十月，此后即不见记

载。

箧中旧藏拓片一份，原章钰旧藏，无题，见文云。

君讳善，字玄符，洛阳人也。其先出自有周，德式于蒋，

后以国为姓。魏太尉济十二世孙。曾祖平，魏乐安太守；祖

，东魏武定五年涂墨曹参军；父子虞，大象二年任济州司

户参军。公规模远大。隋大业八年应募从戎，授建节尉。大

唐武德四年，诏使授公戴州禹城县令。刺史孟瞰鬼河济凶渠，

图为反噬。公阴结义勇，承间掩□，斩获魁首，奉表奉闻。诏

授大将军、郓城县开国公，食邑□□户。寻奉诏授持节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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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军事、郓州刺史。武德六年，诏授持节扶州刺史。贞观三

年，奉勅检校松州都督。八年，来朝于九成宫所，因疾弥留。

廿年八月廿八日薨。十年十日十七日，迁葬于洛阳之北邙阜。

虽陵谷遽迁，而名实不朽，乃作铭云尔。

此墓志虽无题，因而不知其姓氏，但文中说明“德式于蒋，后以

国为姓”，可见是姓“蒋”。文中记载是他于武德四年被授戴州禹

城令，接着刺史孟噉鬼“图为反噬”，他设谋除 州刺史。之，得任

至武德六年，改任扶州刺史。后在贞观三年，奉命检校松州都督。

大概还兼任扶州刺史，八年来朝长安，即未回任所。整个历史是

与史籍可印证。虽《誌》文简单，但有些也可补史籍所未备。惟

名作“喜”而非“善合”似当以《誌》文为准（拓本“善”模糊

不清，颇类“喜”字，我将其编入《唐代墓誌汇编》即误作

“喜”，《隋唐五代墓誌汇编》亦收之，误题作“合”）。

读《大唐故特进观国公墓誌》

近见西安昭陵博物馆藏《大唐故特进观国公墓誌 》拓本，此

唐初杨恭仁墓志也。恭仁，两《唐书》俱有传，今读《誌》文，以

与两《唐书》相核，颇有彼此可相互订正补充者。

《墓 》 云：

公姓杨氏，讳温，字恭仁，弘农华阴人也。

《旧书》卷六二《杨恭仁传》则云：

杨恭仁，本名纶，弘农华阴人。

两名完全不同，似应以《墓志》为准。

《墓誌》称：

曾祖绍，魏新兴、雁门太守，光禄大夫；安边训俗，箸

循良于南史；大父，大将军，傥城信公；蹈义履仁，擅 猷

于西魏。显考，隋雍州牧、司徒、观德王；远符台象，必复

公门；纬武经文，书勋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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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

定，并州刺史。

绍字子安，后周骠骑大将军、党城信公。

士雄，隋雍州牧、司空、观德王。

恭仁，相高祖。

这里恭仁曾祖名“定”，而名“绍”者乃其祖父，官职是“大将军、

傥（党）城信公”，显然是将二人名字与官职混为一人，在世系上

少掉一代。《宰相世系表》错误颇多，这里应该一处错误。士雄官

职是司徒，并非司空，誌足订正《世系表》。

《墓誌》所载，有些是《旧书》本传所没有者，如仁寿三年，

由甘州刺史征授宗正少卿；九年，授谒者大夫，参与讨平李轨，皆

可补史传之不足。但有些也未足信者，如魏州之降李唐，据《旧

传》云：

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书；随至河北，为化及守魏县。

时元宝藏据有魏郡，会行人魏征说下宝藏，执恭仁送于京师。

高祖甚礼遇之，拜黄门侍郎，封观国公。

这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恭仁在河北，主要是为宇文化及守魏县，而

魏郡整个大权是掌握在元宝藏之手。故魏郡之降，应是元宝藏事。

《墓 》对这一段，既要美化仁恭，又不愿写其就伪署事，因而把

元宝藏只字不提，却说：

及逆臣纵毒，遂为宇文化及维挚。寻拔难归朝，仍以魏

州反正，拜上柱国，袭爵观国公。

好像魏州之降，全 》之谀词，故不出恭仁之力，这显然是《墓誌

足深信。《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高祖武德二年二月载：

隋吏部侍郎杨恭仁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魏州总

管元宝藏获之，己已，送长安。上与之有旧，拜黄门侍郎，寻

以为凉州总管。

这大概是杨恭仁归唐的实际情况，也与《旧传》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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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仁之历官年月， 》谓：《墓誌》与《旧传》亦有所不同，《墓

武德二年春三月，仍除黄门侍郎；十月，迁纳言。三年，

改授侍中。⋯⋯西域未宾，授公河西道安抚大使、检校凉州

授右卫总管。⋯⋯六年四月，拜吏部尚书。⋯⋯ 大将军、鼓

旗军将。⋯⋯九年，拜雍州牧。⋯⋯贞观五年，检校右领军

大将军事，⋯⋯加位特进。八年，以公为河北河大使，⋯⋯

除使持节都督洛、怀、郑、汝四州诸军事、洛州刺史。

《旧传》于“拜黄门侍郎、封观国公”后则云：

为凉州总管，⋯⋯未幾，遥授纳言⋯⋯ ，总管如故⋯⋯。

久之，征拜吏部尚书，迁左卫大将军、鼓旗将军。贞观初，拜

雍州牧，加左光禄大夫、行相州大都督府长史。五年，迁洛

州都督。⋯⋯后以老病乞骸骨，听以特进归第。

年月、官职两者颇有出入，《墓 》较细，但莫可具考也。

《墓誌》载，

朝廷将弘赏典，公乃表请迥授第六弟威骑都尉。

此名“威”者，亦不见《新书 宰相世系表》。

读《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顺李君墓誌铭》

此突骑人阿思那思摩墓誌，被赐姓李，故称“李君”。据《墓

誌》：

王以可汗之孙，授波斯特勒，俄迁俱陆可汗，统薛延陁、

回纥、暴骨、同罗等部。后为启民所破，拘于隋室，炀帝亲

释其缚，赐物五百段，仍放还蕃。始毕可汗用公为伽芯特勒。

始毕没，颉利可汗立，改授罗失特勒。于是军谋密令，并出

于公。去来塞下，屡为边患。武德五年，因使入朝，蒙授和

顺王。

《墓誌　 称其“军谋密令，并出于公”，似是很当权者。但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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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高祖武德七年八月：

突利与其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世民，请和亲。世民

许之。⋯⋯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见，引升御榻，慰劳之。

思摩貌类胡，不类突厥，处罗疑其非阿史那种，历处罗、颉

利世，常为夹毕特勒，终不得典兵为没。既入朝，赐爵和顺

王。

“夹毕”即“伽苾”同音字。根据《通鉴》所说，由于其“貌类胡，

不类突厥，处罗疑其非阿史那种”，始终没得到信任，“不得典兵

为没”。跟《墓誌》所说是有出入。

《墓誌》作：

贞观三年，匈奴尽灭，公因而入朝。主上嘉其乃诚，赐

姓李氏，封怀化郡王、右武卫大将军。

按此事《通鉴》（卷一九三）系在贞观四年：

三月戊辰，以突厥夹毕特勒阿思那思摩为右武侯大将军。

说明他始终是任夹毕（伽苾）特勒的。

又同书同卷同年五月载：

壬申，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

郡王。颉利之亡也，诸部落酋长皆弃颉利来降，独思摩随之，

竟与颉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将军，寻为北开州都

督，使统颉利旧众。

可见封怀化郡王与授右武侯大将军是两回事。《墓誌》作“右武

卫”，不知是否有误？当时任右武卫大将军为史大奈，尚未改官，

据《通鉴》卷一九三《唐纪》太宗贞观四年五月。

丁丑，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

故似以任“右武候”为见。

记刘如璿

《全唐文》卷一六五收吴扬昊，张思道、刘如璿、张太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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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化胡经〉议》各一篇，俱未著明出处。考《新唐书》卷五九

神《艺文志 仙》著录：

《议〈化胡经）状》一卷。万岁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

乞毁《老子化胡经》。敕秋官侍郎刘如璿等议状。

可见为讨论禁毁《老子化胡经》一些章奏，曾由刘如璿奉命编为

一卷，流传于世。可惜今已不存，但在清嘉庆年间，此书尚存，因

之编制《全唐文》时，尚可据以辑入。但吴、张、刘、张诸人经

历，仅于《全唐文》所录本文前略有简介，吴扬昊：

扬昊，成均监、太学博士。

张思道：

思道，宣德郎，行右补阙，宏文馆学士。

刘如璿：

如璿，武后朝太中大夫，秋官侍郎。为来后臣所诬，流

汉州。

张太元：

太元，武后朝中散大夫，典膳郎。

估计这些记载，可能是从《议〈化胡经）状》一书所记官衔摘录

署名奉刺编制。而来。而《议状》是由如 如 在两《唐书》中

无传，《资治通鉴》卷二 六《唐纪》则天后神功元年正月曾记云：

（来）俊臣党人罗告司刑府史樊惎谋反，诛之。惎子讼寃

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刘如璿

见之，窃叹而泣。俊臣奏如璿党恶逆。下狱，处以绞刑；制

流瀼州。

简介大概即据此，惟谓“流汉州”盖笔误，当依《通鉴》作“流

瀼州”。

刘如璿事迹，《太平广记》卷二六九引《御史台记》所载较详：

刘如璿事亲以孝闻，解褐唐昌尉，累迁乾封尉，为侍御

史，转吏部员外。则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转南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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